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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中国社会思想（十六） 

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（续）

关洛和张载的学术主张

按照道学的正统观念，关学是洛学的一个分支，但

这和历史实际不尽符合。在前面我们已就关学、洛学的

社会根源与学风，指出其间一些区别，下面再就这两个

学派异同的争辩，作进一步的分析，从而了解张载哲学

的二元论性质。

吕大临在所撰张载行状中，提到张载在仁宗嘉祐初

遇二程于京师，“共语道学之要，先生涣然自信，曰：

‘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？’尽弃其学而学焉”，其事当

在嘉祐二年（公元一○五一年）程颢、张载、苏轼、苏

辙等同登进士第之时。程颐曾说：

“表叔（张载）平生议论，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，

若谓学于颐兄弟，则无是事。顷年属与叔（吕大临）删

去，不谓尚存斯言，几于无忌惮！”（河南程氏外书第

十一）

可见张载虽与二程有学术上的联系，并不妨碍张载

的思想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和洛学有不同方向的发展。程

颢在皇祐、至和间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，与张载讨论道

学的修养方法，根据这一点来说，张载受洛学影响可以

说是相当深的。

神宗熙宁二年（公元一○六九年）十一月，诏以张

载为崇文殿校书，次年，张载、张戬、程颢在京师论学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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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程颐在汉州，张载曾与他通信。程颐在第一封答书

中，批评张载“虚”即是“气”之说“未能无过”；在

第二封答书中，又说：

“昨书中所示之意，于愚意未安，敢再请于左右。

今承盈幅之谕，详味三反，鄙意益未安，此非侍坐之间

从容辩析，不能究也，岂尺书所可道哉？况十八叔（张

戬）、大哥（程颢）皆在京师，相见且请熟议。”（伊川

文集卷五再答）

从这一点而言，当时张载与二程在理论上的争辩又

是相当激烈的，因而表现出他们之间又有分歧。

熙宁九年（公元一○七六年），张载经吕大防荐，再

起知太常礼院。赴任途中，经过洛阳，与二程会晤。据

杨时辑二程粹言载：

“张子厚再召如京师，过子曰：‘往终无补也，不

如退而闲居，讲明道义，以资后学，犹之可也。’子曰：

‘何必然？义当往则往，义当来则来耳。’”（君臣）

张载此时对新政的态度，和熙宁初仍无不同，所以

他在往来之间颇表现出他的政治态度，他既往而就，复

在第二年再次辞职而退。归途，他又在洛阳见到二程。

他们此次谈话，由苏昞记录为洛阳议论一篇。

在洛阳议论中，下列一节是值得注意的：

“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，子厚谓秦俗之化亦先

自和叔（吕大钧）有力焉，亦是士人敦厚，东方（洛）

亦恐难肯向风。”（河南程氏遗书第十）

程颐对关学表示防范，张载也承认洛阳士人不易接

受关学，关洛的不同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张载离开洛阳，在途中就逝世了，关学学者一时失

去了领导。二程看到这个机会，便开始一系列活动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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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夺取这一学派的领导权。

元丰二年（公元一○七九年），吕大临来到洛阳，向

二程问学。在他所记东见录中，可以看到二程对张载作

了不少攻讦。二程并且宣扬，关中士人沦丧，“气艳”

已衰。次年，程颐亲赴关中，为洛学作广泛的宣传（见

入关语录）。

面对着张载的友人和弟子，二程当然不便通盘否定

张载，而且不得不说一些恭维的话，但二程常常暗示张

载的学行是有缺点的，不如二程自己是当代的活圣人，

例如程颐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问：‘西铭何如？’曰：‘此横渠文之粹者也。

曰：‘充得尽时如何？’曰：‘圣人也。’‘横渠能充

尽否？’曰：‘言有多端，有有德之言，有造道之言。

有德之言说自己事，如圣人言圣人事也；造道之言则知

足以知此，如贤人说圣人事也。横渠道尽高，言尽醇，

自孟子后，儒者都无他见识。”（同上第十八）

这段话可以说是极委婉之能事，但说来说去，实际

是说张载不过是“贤人”。按道学家的所谓“境界”的

虚构，“贤人”的境界是在圣凡之间的品级。二程对吕

大临说：

“子厚则高才，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。”

二程说：“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；⋯⋯知巧之士虽

不自得，然才知稍高，亦能窥测见其一二，⋯⋯但不有

诸己，亦反失之，如苏（秦）张（仪）之类。”（同上

第二上）可见二程对”高才”的蔑视。

这样说来，张载不过是小有才知的聪明人而已，于

大道是反而失之了，故龟山语录卷四记：

“论横渠，〔杨时〕曰：‘正叔（程颐）先生亦自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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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他。’”

二程对张载是采用明褒实贬的手法，相反的，对关

学中的右派张戬则多加推崇，如说：“天祺自然有德气，

似个贵人气象”（同上），这不但是由于张戬与洛阳豪门

有着更深厚的政治关系，而也由于在理论根源上都属于

“贵人”的一流。

我们知道，张载的著作西铭和正蒙是有显著的矛盾

的。二程对于张载的这两种著作也作有区别地对待，即

肯定西铭，而不满于正蒙。程颐更明显地从“功”“过”

方面评价：

“横渠立言，诚有过者，乃在正蒙；西铭之为书，

推理以存义，扩前圣所未发，与孟子性善、养气之论同

功。”（伊川文集卷五答杨时论西铭书）

二程及其后的道学家也都极力推崇西铭。按西铭原

名订顽，其全文如下：

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，故天

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；

大君者吾父母宗子，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所以

长其长，慈孤弱所以幼其幼。圣其合德，贤其秀也。凡

天下疲癃残疾、茕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

于时保之，子之翼也，乐且不忧，纯乎孝者也。违曰悖

德，害仁曰贼，济恶者不才，其践形惟肖者也。知化则

善述其事，穷神则善继其志；不愧屋漏为无忝，存心养

性为匪懈。恶旨酒，崇伯子之顾养；育英才，颍封人之

锡类；不弛劳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无所逃而待烹，申生

其恭也；体其受而归全者，参乎！勇于从而顺令者，伯

奇也。富贵福泽，将厚吾之生也；贫贱忧戚，庸玉汝于

成也。存，吾顺事；没，吾宁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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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解释西铭说：“他不是说孝，是将这孝来形容

这仁，事亲的道理便是事天的样子”，又说：“道理只

是一个道理，中间句句段段只说事亲事天。”（张子全

书引）张载这篇文字的中心主旨正在于把事亲事君的封

建关系与天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等同起来，为封建的法律

虚构提供了哲学的先验的根据。天地君亲都是绝对不可

违背的，在“天命”和君亲的命令下，应当作到象申生

一样“无所逃而待烹”，或者象伯奇那样毫无怨恨地自

杀（事见孔子家语）。朱熹说：“申生待烹，顺受而已，

故曰恭；⋯⋯伯奇顺令，顺其所以使我者，一事之仁也。”

（张子全书引）这就是说必须绝对服从封建主义的等级

秩序。

从世界观上讲，西铭正企图规划一个圣人的境界，

那个境界的样子就是所谓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在地上

俗世肯定了“皇极”，那么在天上神界就必须肯定唯心

主义的高明极点，所谓“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

其性”。这就是朱熹所引申的“事天”的道理了。

西铭中“尊高年”至“无告者也”一段，依然保留

着关学朴实的学风的枝叶，曾经引起一些中世纪学者的

注意。这一段话在形式上似乎有类于墨子的尚同和兼爱

的学说或礼运的大同理想，但联系全文来看，却不能这

样从表面上来理解。杨时就曾怀疑这一节接近墨家（杨

龟山先生集卷一六寄伊川先生），程颐驳斥说：

“西铭明理一而分殊，墨氏则二本而无分。分殊之

蔽，私胜而失仁；无分之罪，兼爱而无义。分立而推理

一，以止私胜之流，仁之方也；无别而述兼爱，至于无

父之极，义之贼也。子比而同之，过矣！”（伊川文集

卷五答杨时论西铭书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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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铭中，天地君亲被虚构为至高无上，神权、皇

权和父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与此相应，在人性上也虚

构出圣人、贤人、凡人的品类存在，其极高的心理境界

便是唯心主义的“性”体，而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

的理想，虽然是关学的优良传统，但在全文中的位置不

过是在神秘主义夹缝里的装饰品。因此，在表面上似乎

是平等的“理”本身中就蕴涵了极不平等的“分”。这

和墨家的平等理想自然是完全不同的。程朱所以推崇西

铭，正是由于它集中地表现了道学的僧侣主义的性质。

二程虽然称赏西铭，并不等于同意张载的一切论点。

程颐曾说：

“横渠之言不能无失。⋯⋯若西铭一篇，谁说得到

此？今以管窥天，固是见北斗，别处虽不得见，然见北

斗不可谓不是也。”（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三）

对于张载的世界观，特别是“气”的学说，二程提

出许多尖锐的反对意见，归纳起来，有下列几点：

张载在正蒙中形容“气”为“清虚一大”，说“一

于气而已，⋯⋯大且一而已尔”，并说“清极则神”，

程颢批评说：

“‘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’。若如或

者以‘清虚一大’为天道，此乃以器言，而非道也。”

（同上第十一）

又说：

“气外无神，神外无气。或者谓清者神，则浊者非

神乎！”（同上）

文中“或者”（某人）即指张载。张载以“气”为

万物之源，在二程看来，只是物质性的“器”，还不是

形而上的“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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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程又批评张载的“形聚为物，形溃反原”之说：

“凡物之散，其气遂尽，无复归本原之理。天地间

如洪炉，虽生物销铄亦尽，况既散之气，岂有复在？天

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？其造化者自是生气。”

“若谓既返之气复将为方伸之气，必资于此，则殊

与天地之化不相似。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，更何复资

于既毙之形、既返之气？⋯⋯往来屈伸只是理也，盛则

便有衰，昼则便有夜，往则便有来。天地中如洪炉，何

物不销铄了？”（同上第十五）

在二程的系统中，“气”不断地从神秘的泉源中产

生，又不断地归于消灭，所以“气”是一种暂时的派生

的东西，它不过是神妙造化所塑造的产物。他们根据了

这一原理对张载的哲学提出了若干诘问，并正针对着张

载思想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进行了尖刻的讽刺。

反之，二程对张载思想的唯心主义的体系则表示同

意和支持。程颢在语录中首先指出张载哲学体系的矛盾：

“冬寒夏暑，阴阳也；所以运动变化者，神也。神

无方，故易无体。若如或者别立一天，谓人不可以包天，

则有方矣，是二本也。”（同上第十一）

在程颢看来，只有精神是唯一的本体，所以说道是

“一本”，而神是阴阳“所以运动变化”的主宰。此处

的“或者”以及“或者”所谓的命题，推求全篇前后文

义，也无疑是指张载而言。按张载在正蒙中虽说“天下

之动，神鼓之也”，但把“神”、“化”二者形容成为

一和二，摆在“气”之下；以天包万物，而人只能顺天。

因此，程颢说张载是“二本”，这和现在我们所说的“二

元论”一词是同义的。

在认识论方面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。如前所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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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载虽然强调大心尽性，同时也不废弃闻见穷理。熙宁

十年洛阳议论时，张载批评二程的禅悟式的“主敬”说

道：

“亦是失之太快，此义尽有次序。须是穷理，便能

尽得己之性，则推类又尽人之性；既尽得人之性，须是

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，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。其间煞有

事，岂有当下理会了？学者须是穷理为先，如此则方有

学。今言‘知命’与‘至于命’，尽有近远，岂可以

‘知’便谓之‘至’也？”（同上第十）

所谓“穷理”的实际知识在这里被放在很重要的地

位。张载指出，知识是必须逐渐积累的，必须尽万物之

性，才能最后达到完全的“天道”。这种尽人之性和万

物之性的工作既然是学者所应致力的穷理之学，那么科

学的认识是被肯定地放在第一位。二程对于张载的这样

的论点极力反对，他们认为“穷理”和“尽性”不能分

别，只有由主敬而尽性的一条神秘的途径，来一举悟得

天理，例如说：

“穷理、尽性、至命，一事也。才穷理便尽性，尽

性便至命，⋯⋯理、性、命，一而已。”（同上第十一）

由此，二程反对张载分别穷理、尽性而达到“命”

的两条途径，说：

“横渠昔尝譬命是源，穷理与尽性如穿渠引源，然

则渠与源是两物，后来此议必改来。”（同上第二上）

当然，二程所谓“穷理”，其涵义和张载的“穷理”

也是不同的。

张载认为“性”是万物之一源，并主张“大其心”，

以为“心”可以合“性”与“气”，高视阔步地“无一

物非我”，但他没有肆无忌惮地并直截了当地把个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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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心”作为万物之源。这一论点不同于二程的唯心主义

的体系，所以程颐对吕大临批判说：

“不当以体会为非心。以体会为非心，故有心小性

大之说。圣人之神与天为一，安得有二？⋯⋯此心即与

天地无异，不可小了他。”（同上）

其次，张载曾说：

“命同禀于性，遇其适然焉。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

然有不至，犹难语性，可以言气；行同报异，犹难语命，

可以言遇。”（正蒙乾称）

这就是说，事物的发展，有先天预定的“命”即必

然性，但也有适然如此的“遇”即偶然性。主观能力不

能达到的事情，还不一定就是命定的，可能是偶然因素

的结果。张载的这一论点有合理的内核，二程则不同意

这一点。据刘安节所记：

“问：‘命与遇何异？’先生（程颐）曰：‘人遇

不遇，即是命也。’曰：‘长平之战，四十万人死，岂

命一乎？’曰：‘是亦命也，只遇着白起，便是命当如

此。又况赵卒皆一国之人，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时而死，

亦是常事。’又问：‘或当刑而王，或为相而饿死，或

先贵后贱，或先贱后贵，此之类皆命乎？’曰：‘莫非

命也，既曰命，便有此不同，不足怪也。’”（河南程

氏遗书第十八）

二程在对关中学者讲学时，也极力抓住他们思想中

唯心主义的一面，加以进一步的诱导。例如吕大临倾向

于禅寂，以“思虑纷扰”为苦，曾作诗说：“独立孔门

无一事，惟传颜氏得心斋”，程颐便赞赏说：“此诗甚

好，古之学者务养情性，其他则不学”（同上），又说：

“与叔（吕大临）、季明（苏昞）以知思闻见为患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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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甚喜此论，邂逅却正语及至要处。”（同上第十五）

经过程颐入关讲学，洛学在关中取得了一些进展。

有一些关中学者依照程颐学说注解经典；张载的弟子有

少数倒向了洛学，例如苏昞。但就多数关学中坚来看，

并没有与洛学合流，这可以二程自己的评语为证：

“和叔（吕大钧）常言：‘及相见则不复有疑，既

相别则不能无疑’。”

“巽之（范育）凡相见须窒碍，盖有先定之意。”

（同上第二上）

“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，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，才

有说了便不肯回。”（同上第十九）

南宋以后多以三吕等列为二程弟子，据上面的考察，

也是与实际不符的。

从上面所论证的看来，关学与洛学的异同是不难明

白的。我们应该着重指出，关学的二元论的动摇性是其

哲学的致命伤，洛学之所以能对关学进行俘虏的工作并

非偶然。从洛学对关学的批判中，我们也容易理解张载

的思想的体系。把这样的历史实际和张载哲学的内容结

合起来考察，就可以避免如有些人片面夸大张载学说的

非“实事求是”的方法，而对其哲学得出恰当的评价。

洛学蜀学及其唯心主义思想

二程的唯心主义理学

从汉代“儒林”，中经魏晋隋唐的玄学“名流”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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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学“高僧”，到了宋代，在学术思想的正宗体系中正

酝酿出一种“三教合一”的潮流，这就是所谓“道学”，

洛学就为这种正宗思想铺平道路。“三教合一”的倾向，

如果说在蜀学那里是公开的教旨，在洛学这里便是怕羞

的教旨。洛学在形式上和“佛祖统纪”不同，采用的是

另一种统纪，那就是所谓“道统”。文彦博为程颢题墓

志，即标“明道先生”，提示继统有人。程颐赞程颢说：

“孟子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；

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⋯⋯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

不传之学于遗经，⋯⋯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。”（宋

史卷四二七程颢传）

程颐自己也吹嘘道：

“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，以从道也。⋯⋯自秦而

下，盖无传矣。予生千载之后，悼斯文之淹没，俾后人

沿流而求源，此传所以作也。”（易传序，春秋传序有

同样的大话，可参看）

程颢、程颐兄弟的富有中世纪哲学思辨形式的烦琐

主义的著作，经后人辑录为河南二程全书，其中包括杨

时编辑的粹言二卷，朱熹编辑的遗书（即二程语录原本）

二十五卷和外书十二卷，程颢的文集五卷，程颐的文集

八卷和易传四卷、经说八卷。总的说来，关于程颐的资

料远比程颢的为多。

二程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思想相似，大体上是

一致的。当时他们的弟子每每在记录师说时也并不加以

分别，虽有人提到二程的性情、“气象”有所不同，如

程颢和易、程颐严重，但对于他们的学术当时从无人指

出有什么分歧。近人或说程颢开启陆王一派的渊源，程

颐则开启朱熹一派的渊源，这种论断并不合于史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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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有“皇建其有极”（洪范）的神权说，后

来在这个皇极之上就涂抹了精神的“太极”，说什么

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都是封建的“例外权”在意识上

的虚构。从邵雍的皇极经世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出世以

来，“皇极”和“太极”、神界和俗界总是得不到神秘

的结合，而自二程开创的洛学，据说便从“心传之奥”

奠定下道学的基础。他们以“理”为最高的范畴，故又

称为“理学”。程颐曾再三提及“理无形”，在他的语

录中又提到：

“又语及太虚，〔程颐〕曰：‘亦无太虚。’遂指虚

曰：‘皆是理，安得谓之虚？天下无实于理者’。”（河

南程氏遗书第三）

可知“理”是无形而实在的本体。在研究洛学时，

应先就“理”这个范畴作些考察。

有人说程颐“重新发现了理世界”，并以“理”与

希腊柏拉图的 idea 相等同；同时也有人直接把 idea 翻

译为“理”或“理念”，这都是不恰当的。考察二程的

著作，他们所说的“理”具有下列意义：

首先，二程认为“理”是惟一的绝对，例如遗书中

说：

“天下只有一个理。”（遗书第十八）

“万物皆是一个天理。”（同上第二上）

“理”或“天理”是一个例外的东西，而不是从事

物中所抽象出的东西。这惟一的“理”是永恒存在的，

所以说：“天理云者，⋯⋯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”（同

上）如果说“皇建其有极”，那么更应该说：“道”建

其有“理”。“道”既然是万变所随时从之的怪物，那

么“理”也应是万物所从生的怪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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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“理”所以为一切物所具有，因为“理”是

先验的，如说：

“凡物皆有理，精微要妙无穷。”（同上第九）

“所以谓万物一体者，皆有此理，只为从那里来。

生生之谓易，生则一时生，皆完此理。”（同上第二上）

二程虽然说：“天下物皆可以理照，有物必有则，

一物须有一理”（第十八），这并不等于说不同的物有不

同的规律，而是每一物“皆完此理”，所以万物通为一

体，皆可以“理”照。这一点是受了华严宗的影响。按

照这种颠而倒之的世界观，世界必先有一个普照万物的

照者，然后才有被照的万物存在，天理之照物，犹如“月

印万川”。一理与万理的关系正如华严宗所说的“一多

相摄”，故程颐又说：“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。”（同

上第二上）这样说来，“理”在表面上是指一个绝对透

明体，照出了万理的秩序，然而实质上则是一个混沌东

西，好象在深夜里看牛，任何牛都是黑色的了。在冬眠

的中世纪，它被僧侣主义者形容成为最活泼泼的，其实

是一个僵化了的东西。

再其次，“理”是在俗世呢？还是在神界呢？二程

虽然也提到穷理必先格物，但他们所说的“格”并非求

知的实践，而只是神而明之的一种印证步骤而已，他们

所说的“物”也不是物质世界，而是好象海绵一样的心

理境界对水的一种吸取关系罢了。假定有一个“大而化

之”的海绵，就能显示出“全体大用”。程颐语录载：

“问：‘格物，是外物？是性分中物？’曰：‘不

拘。凡眼前无非是物，物物皆有理，如火之所以热、水

之所以寒，至于君臣父子间，皆是理。’又问：‘只穷

一物，见此一物，还便见得诸理否？’曰：‘须是遍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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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颜子亦只能闻一知十；若到后来达理了，虽亿万亦可

通。’”（同上第十九）

因此，二程所谓“格物”的“积累”，不过是为了

一旦豁然贯通的“悟”道作印证功夫，所谓“集众理，

然后脱然自有悟处”，这和禅宗所谓的“桶底脱”毫无

二致。“集众理”的过程，已经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

程不同，只表示出了一种主观世界的经验因素，至于“脱

然”之后，就超经验而自由了。程颐语录中又有：

“问：‘释氏有一宿觉、言下觉之说，如何？’曰：

‘何必浮图？孟子尝言“觉”字矣，⋯⋯觉是觉此理。

古人云：共君一夜话，胜读十年书；若于言下即悟，何

啻读十年书？’”（同上第十八）

这正是“渐修、顿悟”的变相的说法，集众理的“格

物”即渐修，脱然而觉悟的贯通即顿悟。“理”这样“例

外权”的说教，必然引向僧侣主义。

我们从上引各段话看来，二程的“觉”虽和柏拉图

的“回忆说”同其神秘，但“理”并不类似 idea。按

idea 源出希腊文，本有“形式”或“类”的意思，在柏

拉图以至欧洲中世纪哲学中，它都是一种最简单的抽象，

如列宁指出的，idea 说认为“一般（概念、观念）是单

个存在物”（哲学笔记第三三八页）。中国明末音译 idea

为“意得亚”，清末民初译为“挨提”，这是审慎的译

法。我们认为“理”不但不是 idea 所能比拟，而且具有

神性，例如程颢说：

“天者，理也；神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；帝者，

以主宰事而名。”（同上第十一）

原来“理”就是天、神、帝的同义语。它主宰一切，

故说“天理鼓动万物”（同上第五）。所谓“有物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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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”，就是说每一人或物都有所禀承的天命。二程对于

天理和性、心的关系说：

“天之付与之谓命，禀之在我之谓性，见于事物之

谓理。”（同上第六）

“在天为命，在义为理，在人为性，主于身为心，

其实一也。”（同上第十八）

这样讲来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和有神论统一起来，

程颐答邵伯温说，心、性、天只是一理（同上第二十二

上）。这“一理”在孟子后一千四百余年来没有人继承起

来，也就是说没有定于一尊，反而存在着“异端”之类

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，破坏这样的“例外权”，那么，

为了建立一个不使人迷惑的精致的“理”世界，就必须

根据“理”世界的许可，任意地从自然界以至人事界虚

构所谓品类或品级的存在。火的品类所以热、水的品类

所以寒，是理，也是天命；君臣父子间的封建主义品级

关系之所以定，是理，也是天命；人类的禀性之所以有

圣凡的区分，是理，也是天命。这就可以达到道不变、

理不变、自然以及社会秩序都不变的结论。

二程的“理”其实是套自禅宗的真如佛性。如前所

述，禅宗“南宗”的大照已经称佛性为“理”。所不同

者，道学家的“理”更多地具有着封建主义品级结构里

的道德律令的性质。二程常侈言排佛，他们所持的理由，

正如契嵩所指出，就是说佛徒逃避了封建的君臣关系，

而佛学不能直接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。在洛学

中，“天理”本身就被赋与道德律令的意义，因而企图

为封建主义的法律虚构提供更有效的哲学的根据，它更

有利于作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器。二程公开宣布：

“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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